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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设施蔬菜是天津市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核心，通过近几年的大力推广，设施蔬菜已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目前不同种植户间的收益差异较大，严重制约了整体收益水平的提升。为了深入分析造成此现

象的主要原因，选取天津市设施番茄、黄瓜２个设施蔬菜品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泰尔指数法系统剖析了茬口、区域、
设施３个因素对蔬菜种植户收益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２种设施蔬菜同一茬口内收益差异较大，茬口间收益差异较
小；同时，黄瓜区域间收益差异较大，而番茄区域内收益差异较大；黄瓜在温室和大棚２种设施间收益差异较大，而番
茄则较小，蔬菜种植收益呈现区域差异化特征。针对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从设施投入政策、培训设

施蔬菜生产经营主体、设施蔬菜产业的区位３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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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

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可见，农业现代化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

展的必由之路，而设施农业尤其是设施蔬菜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番茄、黄瓜为例，设施种植的净

利润分别是露地种植的２．２８、２．２３倍［１］。设施蔬菜除了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外，在带动劳动力的就业率，提高水、土地及

自然光能的利用率上均明显高于露地种植。对耕地、水、土地

等农业资源匮乏的我国来讲，设施蔬菜无疑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学者们大多针对栽培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效率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但少有学者研究设施蔬菜在不同地区和不同

农户间收益的差异以及产生的原因。一些学者关注设施蔬菜

成本与收益的问题，田志宏等测算设施蔬菜的单产是露地蔬

菜的１２７％，产值是露地蔬菜的１９５％，物质费用是露地蔬菜
的２５７％，劳动费用是露地蔬菜的１５３％，净产值是露地蔬菜
的１７７％，纯收益是露地蔬菜的１９４％，这体现了设施蔬菜高
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特性［２］。张忠明等以浙江省为例研

究设施农业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发现生产主体的实

际规模远远小于最佳经营规模，扩大生产规模是有利可图

的［３］。刘双禄等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法（ＳＳＲ法）研究
番茄、青红椒、黄瓜、茄子４种主要设施蔬菜品种的生产成本、
收益和产出投入比的变化，并进行对比分析［４］。

同品种设施蔬菜为什么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农户间的收益

差异这么大？是哪些原因造成的？政府应如何引导设施蔬菜

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是本研究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１　天津市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现状

天津市于２００８年启动实施了设施农业“４４１２”工程，得
益于此，郊区设施蔬菜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仅用

４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过去 ３０年的发展规模。至 ２０１４年年
底，天津市蔬菜种植面积达９．１３万 ｈｍ２，设施蔬菜播种面积
达６６７万 ｈｍ２［５］，蔬菜生产突破了季节性限制，全年地产蔬
菜上市品种约１８０个，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菜篮子，而且还大
幅度提升了蔬菜设施化生产能力，确保了市场的有效供给，并

使天津市主要蔬菜自给率大于９０％。２０１５年天津市蔬菜总
产量达到４６０万ｔ，实现总产值９５亿元［６］，设施蔬菜对农民增

收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天津市农业最大的

经济增长点。为全面提升“４４１２”工程建设成果，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２０１２年天津市又启动实施了设施农业提升工程和农
业科技创新工程，到２０１５年为止，以现有蔬菜示范小区和蔬
菜标准园为基础，天津市规划约２．６７万 ｈｍ２的种植规模化、
生产标准化、管理制度化、监管信息化的放心菜基地。然而，

要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一个重要的基础和核心的任务则是

首先确保菜农收入持续和稳定增长。

随着天津市政府、市农委对设施蔬菜的高度重视，设施蔬

菜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天津
市设施蔬菜生产效率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四、第六、第五；且

设施蔬菜的生产仍然呈上升趋势，黄瓜和番茄２个品种的增
长率排名第十二，但番茄的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方面，黄瓜的技术效率和

技术进步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番茄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７］。整体上看，由于天津市区域条件优

越、非农就业机会较多，设施种植户相对于非农就业收益上并

没有优势，所以导致设施蔬菜生产经营者年龄偏大、传统种植

习惯难以改变、重茬种植病虫害严重、新的栽培技术和先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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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难以得到推广和应用、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困难等问题。

介于天津市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现状，从微观经营主

体———农户入手，研究不同种植户间收益分异的特征，并探究

其产生的原因。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番茄和黄瓜是天津市设

施蔬菜的主要品种，因此，以番茄和黄瓜为例来研究设施蔬菜

收益的差异性。

２　天津市设施番茄和黄瓜收益差异性的实证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根据天津市设施蔬菜生产基地的分布特征，选定了武清

区、宝坻区、西青区、静海县、蓟县５个区（县）作为调研地，选
取其中１３个镇、３２个村的２２３户设施番茄和黄瓜种植户，以
及２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与调查问
卷的填写；最后剔除信息不完整或数据不一致等瑕疵问卷１４
份，留存２０９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９２．９％。

其中，有１３９户种植黄瓜，收益大于零的为１２８户，收益
小于零的为１１户（不计自有劳动力的机会成本）；１５１户种植
番茄，收益大于零的为１４３户，收益小于零的为８户。调查户
中有８１户既种番茄又种黄瓜，而其余的１２７户仅种黄瓜或番
茄。样本分布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调研样本分布信息

调查区（县） 调查镇 调查村、公司 种植户数

蓟县 侯家营镇 南富屯、老宋庄 １４
东赵各庄镇 西苏村、唐坨庄 １６
西龙虎峪镇 龙北村、小刘庄 ２０

宝坻区 新安镇 郑庄子、大赵村 ２０
大唐庄镇 南李庄村、东杜村 １５
方家庄镇 马营村、大角村 １８
新开口镇 泽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

武清区 下伍旗镇 北齐庄、良庄、三百户、中义、褚庄 １５
大良镇 后赶庄、田水铺 １１
河北屯镇 艾家庄、李大仁村、桐高村、仁庄村 ４
河北屯镇 农情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静海县 西翟庄镇 顺民屯、中瞿庄、安庄子、东翟庄、中翟新村 ３５
沿庄镇 当滩头、大黄洼 １１

西青区 辛口镇 小沙窝、毕家村 １８

　　根据调研中设施蔬菜收益差异的特征分析，得出造成收
益分异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设施，目前从事设施蔬菜生产

的设施主要有大棚和温室２种；第二：种植品种，番茄和黄瓜
２个品种收益存在差别；第三：茬口，种植茬口不同直接导致
上市时间不同，蔬菜上市时间不同价格差异极大。按照设施、

种植品种、茬口３方面对调研数据做描述性统计（表２）。

表２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元／ｈｍ２　

分项变量 平均成本 平均产值 平均收益 标准差

大棚 ８６４３０ １８１２４５ ９４８１５ １４００７０
温室 ９９６７５ ３４０４５５ ２４０７８０ ２８７０５５
番茄 ４９４４０ １７７９００ １２８４６０ １７１４０５
黄瓜 ３１９６５ １０９４８５ ７７５２０ １７８６０５
春茬 ２８８４５ １５９５７０ １３０７２５ １３１７３０
夏茬 ２７６３０ ８７８７０ ６０２４０ ３９６４５
秋茬 ４２８２５ ２４００６０ １９７２３５ １６９２７５
冬茬 ４６４１０ ３７４１４５ ３２７７３５ １５３３７５

２．２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同种设施蔬菜种植户间收益差异的特征，引入

测量工具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度量差异性的常见方法有洛伦

兹曲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平均方差、泰尔指数、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指数［８］。泰尔指数可分解的特点可以得到种植户间和种植

户内部设施种植的收益差异，因此，选用泰尔指数来评价设施

蔬菜种植户收益差异特征。

２．２．１　总体泰尔指数　以１ｈｍ２的纯收益为权重（以下简称
为收益或纯收益），人口份额不变，分别以番茄和黄瓜的茬口

为基本单元，将农户间收益差异评价公式变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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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为总体泰尔指数；Ｔｉ为茬口 ｉ的泰尔指数；ＴＲ为收益
总量；ＴＲｉ为茬口ｉ的纯收益；Ｇ为种植户总数；Ｇｉ为茬口ｉ的
种植户数；ＴＢ为茬口内泰尔指数；ＴＷ为茬口间泰尔指数。
２．２．２　分解的泰尔指数　依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将其分
解为茬口间差异和茬口内差异，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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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Ｒ１、ＴＲ２、ＴＲ３、ＴＲ４分别表示春茬、夏茬、秋茬、冬茬种植

户的总收益；Ｔ１、Ｔ２、Ｔ３、Ｔ４分别表示春茬、夏茬、秋茬、冬茬的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介于０～１之间，总体泰尔指数越大，说明种植
户间收益差距越大，ＴＢ越大说明同一茬口内种植户间收益差
距越大，ＴＷ越大说明不同茬口之间种植户收益差距越大。

同理，总泰尔指数按设施类型分解为同种设施内收益差

异和设施间收益差异；按照种植户种植区域分解为区域内收

益差异和区域间收益差异。

２．３　实证结果
根据公式（１）、公式（２）、公式（３）分别计算天津市番茄

和黄瓜２种主要设施作物由于茬口、区域以及设施的不同所
导致种植户收益的差异。具体差异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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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天津市设施番茄和黄瓜收益的差异性

蔬菜品种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

茬口内 茬口间 总体 区域内 区域间 总体 设施内 设施间 总体

黄瓜 ０．５０９３ ０．１３６２ ０．６４５５ ０．２４９５ ０．３９５８ ０．６４５３ ０．３１９２ ０．３２６１ ０．６４５３
番茄 ０．２７６６ ０．０４４１ ０．３２０６ ０．２９６２ ０．０２４４ ０．３２０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５９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茬口对种植户收益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按茬口统计番茄的泰尔指数为０．３２０６，而

黄瓜的达到０．６４５５，可见黄瓜种植户间的收益差异远远超过
了番茄种植户。将泰尔指数进一步分解为茬口内泰尔指数和

茬口间泰尔指数，黄瓜和番茄２种作物茬口间的泰尔指数均
明显小于茬口内的泰尔指数，说明种植户间的收益差异主要

由农户自身特征决定的，主要包括种植户的种植技术、管理水

平、劳动力投入、销售渠道等。而黄瓜的茬口内泰尔指数是番

茄的１．８４倍，说明黄瓜的单产受种植户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
的影响更大。由此可知，农业部门的技术示范、推广与培训对

番茄和黄瓜设施种植户收益的影响十分明显，尤其在黄瓜病

虫害防治、新品种的研制方面。

３．２　设施对种植户收益的影响
由于受到调研条件的限制，将设施分为大棚、温室２类。

按设施类型统计，黄瓜和番茄的泰尔指数分别为 ０．６４５３、
０．０５９３（表３），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８８倍，说明设施类型对番
茄种植户收益的影响不大，而对黄瓜种植户收益的影响较大。

温室黄瓜的平均收益达到３４８６５９．７０元／ｈｍ２，而大棚黄瓜的
平均收益仅为５７７４８．２０元／ｈｍ２，前者是后者的６．０４倍。由
此可知，设施改善对黄瓜种植户收益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

政府在财政补贴、抵押融资等政策方面可以适当向温室黄瓜

种植户倾斜，也可以采取政府财政拨款修建温室，租给黄瓜种

植经验丰富的种植户，以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同种设施内黄瓜的泰尔指数明显高于番茄，说明番茄对种植

户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要求较低，黄瓜则较高。番茄无论在

同种设施内还是不同设施间差异均不大，温室相对于大棚并

不具有优势。

３．３　区域对种植户收益的影响
调查的种植户分布在武清区、宝坻区、西青区、静海县、蓟

县５个区（县），其中只有西青区属于天津市近郊区，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４个区（县）。区域内黄瓜和番茄
的泰尔指数差别不大，而区域间黄瓜的收益差异远远高于番

茄。５个区（县）间平均收益成呈梯度分布，最高的为静海县，
收益达到 ２７２１３４．０５元／ｈｍ２，最低的为宝坻区，收益为
２１２９１．６０元／ｈｍ２，两者相差１２．７８倍。调查发现，静海县种
植大户所占比例最大，而且大多已经加入农民合作组织，他们

对新技术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可见，规模化种植、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对种植户收益的影响较大。与黄瓜

相比，番茄的区域间泰尔指数较小，但是番茄区域内种植户间

的 收 益 差 距 依 然 存 在。收 益 最 高 的 是 蓟 县，为

２００４６３．１５元／ｈｍ２；静海县以 ７６０３．５０元／ｈｍ２的差距位居
第二；收益最低的是西青区，为８８１０５．０５元／ｈｍ２。西青区纯
收益低主要是由于该区紧邻天津市区，非农就业机会较多，造

成劳动力雇佣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区（县）。由此可知，作为近

郊区的西青区虽然区位条件优越，但设施农业生产却处于劣

势地位，其收益反而低于其他４个远郊区（县）。在４个远郊
区（县）中，收益最高的为静海县，在番茄、黄瓜的生产中均具

有优势。除了区位因素对种植户收益的影响外，相邻区域种

植技术、种植习惯的雷同也是影响种植户收益呈现区域性特

征的重要因素。

４　政策建议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天津市设施蔬菜生产能力和经济

收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微观种植户间收益差异却逐

渐扩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政府设施投入过度与不足等问

题依然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４．１　避免设施投入过度造成生产资源浪费
天津市政府为了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投入巨额资金

修建温室等现代化农业设施，但是有些设施因种植品种、农业

基础设施限制等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同样是温室，

黄瓜和番茄２个品种产生的效益则不同，塑料大棚和温室２
种设施对番茄效益的影响较小，而对黄瓜效益的影响较大。

除此之外，设施效益还受到土地质量、耕作周期、水利设施等

多方面的影响。

４．２　加快培育职业化的设施蔬菜生产经营主体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随

着天津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几年农业劳动力的成

本大幅度增加，使设施蔬菜雇工费用急剧增加。更为严峻的

是，在比较利益及新理念的双重驱动下，青壮年和高素质的农

业劳动力基本都转移到了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结果表

明，目前天津市从事设施蔬菜生产的菜农平均年龄为 ４８．６
岁，３０岁以下者几乎没有。然而，设施蔬菜作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其生产特性决定了机械化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大

规模的提高，因此投入劳动力的数量就难以大幅度下降。多

年后，谁来种菜将成为制约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因此，大力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已迫在眉睫。

第一，加强对生产型和服务型职业菜农的培养。这个层

次的培养对象，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一定的蔬菜生产经验，并

愿意而且有能力从事设施蔬菜生产劳作，但缺乏独立经营设

施蔬菜能力的农民。通过对其进行设施蔬菜生产所需的科技

文化素质、生产工艺技能、劳动技能等内容的系统培训，使其

成为能胜任高标准设施蔬菜生产所需的产业工人、生产能手

或技术专家。经培训合格后，政府颁发相应的资格证书，并对

其雇主给予一定的雇工费用补贴。这样既可以帮助一部分农

民就业，又可为设施蔬菜产业积蓄稳定的雇工，同时还可以提

高设施蔬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设施蔬菜经营主体的人

工成本支出。

第二，培育新型设施蔬菜经营主体。针对天津市设施蔬

菜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的现状，目前在继续对以家庭为经

营主体的小规模设施蔬菜生产户给予支持的同时，加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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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经营主体，如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并通过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加大帮扶力度，引领这些新

型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高效益、规模化的蔬菜生产设施，以

提高天津市整体设施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收益率水平。同时，

政府应为这些主体提供相应的生产经营技术培训服务，使其

成为真正的知农事、懂技术、会管理，并具备优良农商素质的

创业者和经营者。

４．３　重点支持远郊区（县）（尤其是贫困地区）发展设施蔬菜
产业

从区域角度分析设施蔬菜种植户的收益差异，发现近郊

区域劳动力成本高昂，反而不利于设施蔬菜产业的发展。然

而，远郊区（县）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劳动力较为充裕且劳动

成本较低，设施蔬菜生产具有明显的效益优势，尤其是中老年

劳动力。政府还可以将设施蔬菜产业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重要路径，将农业扶持资金用于贫困地区蔬菜设施的建设，

开展蔬菜种植培训、加强技术咨询服务，根据村庄自然资源特

点，培育有地方特色的设施蔬菜产业，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

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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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龙游模式”为例

徐湘博１，薛颖昊２，徐志宇２，靳　拓２，居学海２，昌敦虎１，邹敦强３，高尚宾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２．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３．浙江省衢州市土肥与农村能源技术推广站，浙江衢州３２４０００）

　　摘要：近几年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亟须解决的棘手难题。基于浙江省衢州市龙
游县实地调研数据，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性进行评价分析，并且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模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包括养殖场（户）、保险公司、无害化处理中心具有较高的收益率；

养殖场（户）对“龙游模式”总体满意度较高；保险政策、补贴政策和回收过程是影响养殖场（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模式满意度评价的显著因素。最后，从完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体系、推进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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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２年生猪存栏量为
４１７７６万头，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生猪存栏量一直在４７０００万头
上下波动，２００８年存栏量最低，为４６２９１万头，最高是２０１３

年的存栏量４７４１１头，而 ２０１５年生猪存栏量略有下降，为
４５１１３万头。我国每年因各类疾病引起生猪死亡的死亡率
为８％～１２％［１］，当生猪发生重大疫病时，死亡率还会上升，

每年病死猪绝对数量惊人，最终导致２０１３年黄浦江病死猪漂
流事件的发生。２０１６年７月份以来，南方地区发生洪灾，造
成数以十万计的死猪未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浙江省衢州

市龙游县在２０１３年被纳入农业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试点
县，积极开展了生猪保险与病死猪处理联动机制，为突破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问题提供典型范本。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养殖场（户）对病死猪处理方式的行

为选择。关于生猪较高死亡率产生的原因，有研究认为，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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